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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生态内涵分析

———以云南 “乌铜走银”技艺为例

郑艳姬

摘 要: 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技艺本身，更应该回溯其生长与发展的历史

进程，考察其发生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生态环境。文章即以现流传于云南的 “乌铜走银”技艺

为例，将其置于文化生态的语境之中，探讨作为人类文明方式的手工技艺本身与自然环境、社

会组织、经济情况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研究其发生、传承、发展、兴盛、衰落的内外部环

境，从而勾勒出一幅传统“乌铜走银”技艺的 “生命”图像，为今后的传统手工技艺的 “非

遗”之路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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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 Julian H． Stew-
ard) 于 1955 年在其名著 《文化变迁论》一

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在斯图

尔德看来，文化生态学是 “一项方法论上的

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

发若干变迁。”［1］( P66) 因此文化生态学 “是一门

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就

是研究土地、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与技术、
经济等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造成的不

同文化之异同和变化的学问。”［2］( P64) 正如斯图

尔德所指出的，一种文化的面貌与变迁，可

以从这 种 文 化 对 其 所 处 的 特 定 环 境 的 适 应

( adaptation) 得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这

样认为，文化生态学的核心是一种以“适应”
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手工技艺是人类在过去

的历史之中利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自然界物

质资源的一种技术性劳作，它丰富的文化内

涵体现于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身心灵之间的诸多关系之中，是人类社会特

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从人类学的文化整体性

观点来看，任何劳作及其技术，都与人类文明

的进程有着历史性的互动互构的关系。［3］( P491) 因

此，我们可以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对传

统手工技艺的生成与发展进行讨论。但方法论

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生态学研究生物有

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契合了对人

类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从文化学的理

论看，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是自然的产

物。同时也是社会的人，是文化的产物。第

二，文化一经被创造出来，便与自然界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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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真实的自然界之上形成一个 “第二自

然”，并自成系统，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生态系

统相对应的文化系统。［4］( P267)

云南“乌铜走银”，作为一种传统的手工

技艺制品，起源于清雍正年间，曾广泛流传

于云南石屏、保山、昆明等地，在中国的工

艺美术界与北京 “景泰蓝”齐名，并称 “天

下铜艺双绝”［5］。作为云南历史上有名的铜质

器物，承载着数百年来制铜工艺的精髓，却

有着多舛的命运。在经历了濒临失传的境遇

之后，2011 年 6 月，云南省石屏县的 “乌铜

走银”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①。然而 “非遗”也并非

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事项，其诞生与传承都与其特定的生态

环境息息相关，因环境而创造，因环境而衰

亡。因环境而传承，因环境而变异。如今的

“乌铜走银”已经脱离了其原有的文化生态环

境，这样被 “抽离”的技艺很容易因为没有

了在传统文化生态语境中的系统性而丧失生

命力。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的探究，不应局限

于技艺本身，更应该回溯其生长与发展的历

史进程，考察其发生的自然条件因素，探究

其传承的社会组织因素，了解其兴盛的经济

需求因素以及其衰落的背景因素。弄清一门

手工技艺生命历程所处的生态环境比了解其

技艺本身显得更有必要。

一、技艺之来源: “滇铜”与“铜工艺”

对于手工技艺而言，其材料的来源问题

对于技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材料

一般来说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当地的自

然生态环境基础决定了手工技艺的物质样态，

同时也塑造了该门手工技艺的工艺特征。正

如斯图尔德所强调的: “在物质文化中，最重

要的是生产技术，这是指维持人类生存的经

济活动，所以首先需分析生产技术与生态环

境的关系。”［1］( P72) 诚然，这种分析仅是一种视

角和方法，而并非简单的环境决定论。从这

个视角出发，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繁荣的

初级、次级铜工艺为这门传统手工技艺的诞

生、发展与成熟提供了自然环境以及科学技

术方面的最底层支撑，它们反映出的是技艺

诞生之地最基本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 一) 滇铜

铜是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

早在史前时期，古埃及人就开始广泛使用铜

器。从铜的产量上来看，云南自古作为铜矿

资源储量最为丰富的省份，开发的历史十分

久远。尤其是自明清以来，滇铜被选为铸币

系统的重要精铜来源地，开采的铜矿数量前

所未有。《清史稿》中这样评价云南铜矿业:

“百余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

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

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

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

最饶。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

比。”［6］( P3665) 清代康熙到乾隆年间，是云南铜

矿业最兴盛的时期，铜矿产地和矿场数量也

急剧增加。从铜的产地上来看，云南有许多

著名 的 铜 矿，以 易 门、楚 雄、蒙 自、双 柏、
新平、禄丰、寻甸、牟定、武定、东川、建

水、石屏、路南、昭通等地最为人知晓。每

一产地又有铜场若干，其中以东川和易门两

地铜的产量最高。作为 “乌铜走银”技艺诞

生地的石屏虽没有位居铜产量最多的前几位，

但铜的丰裕程度可见一斑，或者正是由于其

非中心的地位，使得工匠们有更多时间来专

心铜的技艺，而非铜的铸币生产过程，让这

门精湛的手工技艺得以创造。拥有大量连续

供应的 铜 作 为 制 作 原 料 的 先 机，加 之 特 殊

“自 然 环 境”的 综 合 作 用，使 得 石 屏 成 为

“乌铜走银”技艺的生长、发展和传承中心，

也成为“乌铜走银”产品的制作中心。
( 二) 铜工艺

“乌铜走银”技艺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

它与当地积累多年的与 “铜”相关的技术密

不可分。要将开采出来的初铜变为可以运出

云南铸造铜币的精铜，必然需要铜冶炼技术

的形成与改进。随之而来的是铜工艺品技术

的不断提升和以铜为材料的副产品的出现与

发展。起初最常见的云南早期的铜工艺品均

为铜斑，约起源于明末清初的会泽、东川一

带，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当时民间艺

人将偶尔开采出来的含有其他金属结晶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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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块，直接锻打成片状再进而加工制作成花

瓶、香炉一类的工艺品。由于采用天然自然铜

制成，所以称为生斑。生斑铜在文献上记载极

稀见，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有云: “自来

铜，不可经火，须生锤成器，如锤成炉，则宝

色倍于寻常之炉; 如锤成镯，常佩之可以遗

症，体中有病，则铜之色预变黑黯，若经火者

不能也。铜内有砂土夹杂，锤之易折裂，难于

光润，须加功磨洗，可悟生质之美者，不学则

亦无以自成耳。”由于生斑原料太少，所以又

创制了熟斑工艺品。熟斑是在熔化的纯铜中加

入适当比例的其他金属，在“混而不合”的状

态下，经过一系列浇铸成型、磨光、用化学药

品着色显斑等特殊工艺处理而成。熟斑产品较

厚重，无焊口，斑纹的花型较大，呈红色。由

于采用铸造的方法，熟斑铜制品的成型性能

好，所以品种很多。［7］( P81) 除了斑铜技术之外，

围绕着铜所开发的煅烧、白铜等制作技艺比比

皆是，这些技艺的成熟都为“乌铜走银”技艺

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 “乌铜走银”的独特技艺

“乌铜走银”技艺，则是在斑铜技术之

上，结合了古代 “金银错”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所不同的是，“金银错”工艺是将金、银

屑或丝嵌入青铜器表面刻镂的花纹内，再用

磨石打磨光滑即可。而 “乌铜走银”法则是

将银屑嵌入乌铜器表面的花纹内，还要加温

将银屑熔化，使银与铜成半合金状。［7］( P83) 根

据近年来的有关资料，及对有关科研人员和

艺人的调查， “乌铜走银”的大致工艺如

下［8］( P67) : 1． 炼制乌铜。用优质铜和一定比

例的黄金熔炼成乌铜，然后以锻打、碾压等

方法做成乌铜片。2． 刻图案。在乌铜片上，

用手工描绘所需要的图案纹样或文字，线条

应流畅准确，再用錾子刻出各种图案花纹。
刻的深度根据乌铜片的厚度而定。3． 填银

屑。用银屑填充到图案处，以“走”满为度，

经化学处理和热处理，银线与乌铜就融为一

体了，此步骤为整个 “乌铜走银”过程的技

术关键。4． 成型。把乌铜片进行成型处理，

或将制作好的乌铜片焊接组装在已设计制作

好的铜件相关部位上，使其成为一件完整的

器物。5． 抛光。冷却后，再手工打磨，进行

清理抛光。清理抛光时，匠人们用双手手掌

将铜器捂起，边捂边用力擦。通过长时间的

手汗侵蚀作用，使铜器的表面氧化，呈现乌

黑发亮状态，是谓“乌铜”。匠人们也被称为

“黑色工艺缔造者”，手掌越大的人，捂的效

果越好。从金属技术来说，把铜 “走”到铁

上较容易，但把银 “走”到铜上，确实有相

当难度。最后的这道工序，彰显了 “乌铜走

银”工艺最大的特色: 一个 “乌”字，成就

了其最典型的技艺特征。

二、匠人之生存: “秘密配方”
与 “传男不传女”

传统手工技艺一旦形成，随之而来的便

是如何解决其工艺的独有性及传承性，使之

成为其在传统社会延续的关键问题。围绕手

工劳作，人们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的、经

济的社会组织体系，传统手工技艺，不仅可

以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而存在，与社会生活

方式进行结合与互动后，还产生了行业组织、
行业规则与行业术语，进而影响扩散至整个

社会。根据斯图尔德文化生态的观点 “社会

文化的进化取决于环境与技术的配合方式。”
同时他也认为: “作为一种曾经的生产技术，

手工艺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势

必也对人的社会组织产生影响。”［1］( P46) 这种影

响也体现在“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过程中。
每种工艺独特的传承制度是文化生态系统中

技艺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结果，这种结果往

往能为工艺的长期存续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

支持。在 “乌铜走银”漫长的传承历程中，

沉淀下来两个比较明显的传承特点，为 “秘

密配方”及“传男不传女”。
( 一) “秘密配方”
传承规则所构成的一套特有的知识体系，

贯穿于整个技艺发展的过程之中。它不仅直

接造就了人类古老的物质形貌，也间接地体

现着人类的精神形态，并与传统的社会组织

互相塑造。［9］( P77) “乌铜走银”的技术关键是

原料的配方问题。有关于它的起源，一直流

传着多个传说，表述不尽相同，但其类型终

不离一次偶然的灵感: “岳家的一人手上的一

枚金戒指不慎掉入炉锅中，戒指一下子熔化

了，惋惜之余，他泄愤地将周围放着的银、
铝等金属全扔进炉里。气消之后，他发现炉

中出现了一种颜色黑亮的合金铜，黑色中呈

·251·

民族艺术研究○



现若隐若现的金黄色和银白色的线条，他试

着用这种合金铜制作成工艺品，又经仔细的

研究琢 磨，终 于 成 就 了 ‘乌 铜 走 银’手 工

艺。”至今，“乌铜走银”的原料配方仍只有

作为正式传人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西方的文

献中可得到此一技术的线索，在清代和民国

时期，云南 “乌铜走银”器曾作为工艺品被

带到西方，其着色技术引起了欧洲一些化学

家的重视，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为铜

金等多元合金，另有少量的其他元素渗入，

但各种合金具体的比例却一直难以得知。现

任传承人金永才获得配方的过程并不容易，

据他回忆，李加汝是 80 年代昆明地区少有的

几位掌握 “乌铜走银”关键技术的传承人，

1982 年将他收为徒弟，但当时并没有把配方

交给他，只是让他和自己一起制作 “乌铜走

银”。直到 1995 年，80 多岁的李加汝身体越

来越差，经常住院，一次出院后，师傅和他

一起吃饭，喝了点儿酒心情不错，说道: “乌

铜走银制作技艺不能在我的手上丢失，不然

我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之后李加汝交给金永

才一个纸团，金永才打开一看，原来 “乌铜

走银”的配方已在上面，此时李加汝命令他

在 15 分钟之内背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马

蹄钟的钟声一响，时间一到，李加汝便将纸

团夺过，一烧而净。1996 年，李加汝先生与

世长辞，“乌铜走银”的手艺得以在金永才手

上传承下来。［10］迄今乌铜配方的秘而不宣，得

归功于数代 “乌铜走银”人的守口如瓶，他

们没有义务向社会公开他们赖以生存的配方，

甚至“守口如瓶”是他们向师傅学习技艺的

条件，成为拜师学艺的一种承诺。作为民间

艺术的一种，“乌铜走银”具有中国民间艺术

的共同特点，即稳定性。中国民间技艺比上

层艺术、文人艺术更富有稳定性，这其中的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形态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民

间文化生态环境，这种长期稳定的民间文化

生态环境也造就了民间工艺传承方式的保守

性 和 传 统 民 间 艺 术 体 系 及 种 类 的 稳 定

性。［11］( P51) 从工艺美术传承的角度来讲，这种

自我保护的做法对于文化的传播没有益处，

但从匠人生存环境的角度和传承过程的稳定

性来说，配方的保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秘密配方”制度一旦形成，在既定

的人群中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规范着 “乌

铜走银”技艺体系中人们的行为。
( 二) “传男不传女”
对于上述秘密配方的传说，想必是拥有

“乌铜走银”技艺之人，为了简单易行的来说

明配方秘不外传的最好的方式，在 “秘密配

方”解决了 “乌铜走银”技 艺 的 独 有 性 之

后，“传男不传女”则解决了技艺的延续性问

题。所谓的“传男不传女”，指的是即使是家

庭成员，也只传儿子和媳妇，不传女儿和女

婿。岳家的“乌铜走银”技艺，传至第五代

就没有了合适的传人，最后传给了自家隔壁

的工匠李加汝。李为人敦厚老实，对这门技

艺拥有浓厚兴趣，赢得了岳家人的信任，得

到了“乌铜走银”的真传。而金永才在 1975
年年仅 18 岁的时候便经常照顾孤寡老人李加

汝的饮食起居，两人你来我往相处久了，李

加汝觉 得 金 永 才 是 个 不 错 的 小 伙 子，才 于

1982 年正式将金永才收为徒弟。［10］ 如今，60
多岁的金永才眼睛不行了，但对于手艺的传

承，他还是坚持着古训，说: “昆明‘乌铜走

银’家传有古训，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

姑娘，不能传到云南之外。”李丛仲为学这门

手艺十次上门拜师，除了用精诚打动金永才

外，更发誓今生不再回老家，把自己的姑娘

嫁给昆明人，让儿子在昆明成家，全家世世

代代决不将昆明乌铜走银工艺外流他乡。［12］虽

然“走银”的技艺绝不外传，即便传，也必

须强调此 “外人”的品行端正，如此的传承

方式确实限制了工艺的传播面，但事实上，

“乌铜走银”技艺本身就不是人人都能够从事

的行当，社会上对 “乌铜走银”工艺品的需

求量也并不是很大，所以 “乌铜走银”技艺

只能是少数人掌握的技艺，如果泛滥了，势

必导致工艺的低劣价格的恶性竞争、市场的

无序，最终导致乌铜走银工艺的消亡。［13］( P77)

看似不合理的传承制度，却在真正程度上充

当了“乌铜走银”关键技艺护卫者的角色。
除此之外，技艺仅限于家族内部流传，使得

技艺掌握者能在一个和谐宽松的氛围中进行

民艺品物的创作，较少杂念和外界的干扰，

有利于把自己的主观情感灌注到作品之中，

使作品与作者之间产生情感沟通，从而展示

出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

这是机械化大批量生产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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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物之需求:

“滇味”与 “赏玩之物”

一门技艺要得以延续，光有充足的制作原

料和相对稳定的技艺延续方式还远远不够。真

正使得“乌铜走银”得以与景泰蓝齐名机会

的，是源源不断的对器物的需求。马克思曾说

过: “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 ( 的

物质结构) 中发现交换价值。”［14］( P100) 这意味着

对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是由社会的价值体系

所赋予的。我们眼中的 “自然物”，实际上是

由各种不同“人为”的文化逻辑所建构。社会

中对不同物质要素的运用或特定使用价值的实

现，与不同文化系统的思考方式紧密联结。作

为物品的“乌铜走银”器具，或许在其诞生之

初，其价值只是体现在实用性上，但是因为其

技艺的精湛性及铜底银线的独特工艺特征，使

他在之后的需求空间中侧重了作为“玩物”赏

玩及收藏的价值，它能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精神

需求，在它诞生之初，作为一种新型艺术品，

其使用价值在于它能为人类不同类型的生活需

求提供具体的艺术需求: 审美、认识、娱乐、
知识等。

( 一) 特色“滇味”
一般认为，“乌铜走银”工艺品仍以新中

国成立前岳家生产的质量为最好。 “乌铜走

银”技艺从创始至今，所生产的器具种类主

要有 手 炉、文 房 四 宝、花 瓶、香 炉、如 意、
首饰、烟具、首饰盒、长命锁等。新中国成

立前，“乌铜走银”工艺品就很昂贵，一般都

是有钱有势的人才买得起。部分半成品的器

具则售给昆明的著名商号 “亮货行”，再由

“亮货行”修饰加工、配上必要的部件后转售

省内外各地经过 “亮货行”加工之后的工艺

品，在造型上往往胜出省内其他地方制作的

铜工艺品。有时也有四川峨眉山、昆明圆通

寺等有名的佛教寺庙来定做香炉、佛塔等宗

教用品。“乌铜走银”最鼎盛的时代是清末民

初，金永才说道，当时昆明有二三十家店铺

经营乌 铜 走 银 器，每 年 仅 订 单 就 达 四 五 千

件。［10］ 1959 年，政府有关部门曾组织乌铜走

银器的传人苏继承生产乌铜器的器皿数个，

以后又组织艺人在云南斑铜厂生产，昆明工

艺美术研究所的艺人杨用宾等人还制作了一

些较好的 “乌铜走银”器物，如杨用宾制作

的“乌铜走银”大观楼画屏，曾一度陈列于

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而一些用 “乌铜走

银”制作的文具和工艺品，还多次作为国家

礼品赠送国外高级政府官员。20 世纪 70 年

代，昆明斑铜厂还进行了 “乌铜走银”与斑

铜结合的尝试。如一件名为 《孔雀冥王》的

工艺品上，就有斑铜红、乌铜黑，乌铜上还

走有银和金的图案。［8］( P66) 这件工艺品被轻工

部作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永久收藏。
( 二) “赏玩”情结

就 “乌 铜 走 银”物 件 “把 玩”性 质 而

言，它独特的魅力源于独特的制作技艺，其

制品的特点是较薄，有焊口，斑纹较小，呈

黄色，呈棱斑，有锐角，为天然构成，有很

好的折光性和立体感。整个工艺制作完成后，

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着银光闪闪的灿烂

饰纹，器物呈现黑白分明的装饰效果，光泽

秀丽，加上器物上有书法绘画的艺术，显得

十分古雅，令人爱不释手。随着放置时间的

长久，底胚的铜遇到手汗或由于空气而造成

的氧化，变得更加乌黑，在黑如乌金的底子

上鎏入雪亮的银子，黑白交辉，美不胜收，

再加上 精 致 的 做 工，浑 厚 古 朴 的 造 型，使

“乌铜走银”器具拥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高

度展现了金属制艺术品的赏玩需求。昆明晋

宁等地的 “乌铜走银”产品多为器皿、小花

瓶、笔筒、墨盒、烟斗、玩物等，易于把玩

欣赏。装饰纹样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三种:

一为汉字书法，二为写意纹样，三为吉祥纹

样。［13］( P78)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造字之初就有

图像的寓意以及构图的学问，所以，汉字又

是一种图形艺术，结合毛笔这种神奇的书写

工具，汉字书法艺术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
写意纹样的内容相对少一些，无非山水楼阁、
丛林茅屋、寒江独钓、奇峰怪石、桥近山远、
树影婆娑、雾凇雪梅之类，注重风骨的传神

与意境，讲求创作者对理想境界的渴慕与追

寻。吉祥纹样的内容则显得丰富得多，有蝙

蝠梅花、麒 麟 吐 书、八 仙 过 海、花 鸟 虫 鱼、
飞禽走兽、梅兰竹菊、龙凤鹿鹤等等。最为

著名的还有紫檀古瓶，现在所见的民国时的

作品常常刻工纤细，刀法纯熟，形象雍容华

贵，极具观赏性，往往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些工艺品因材质贵重，身价亦不凡，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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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广 为 流 传，深 受 文 物 界 和 收 藏 界 的 重

视。［7］( P84) 清 末 的 云 南 状 元 袁 嘉 谷 先 生 曾 在

《异龙湖歌》中称赞说: “器精称乌铜”。这

般“乌铜走银”器具已不单是一种外在之物，

而是潜入持有者心中，不动声色的与其紧密

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种“赏玩”之物。

四、行业之兴衰: “国运”与 “物运”

从整个“乌铜走银”技艺发展的脉络来

看，它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如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所言 “要了解一件

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宗派及家庭，必须把

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揭示

出来。就艺术特征或差异而言，它在很大程

度上应取决于区域文化传统与环境。”［15］( P72) 从

艺术发生与延续的角度来说，民间手工技艺

的源发、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环境垂青与恩

赐，滋养与润泽。不同生存语境下的手工技

艺蕴含了人、时间、空间、物质、制度、工

具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事件。这些因素所

构成的 “国运”时空，承载了 “乌铜走银”
的历史与发展。

清朝乾嘉年间，国力鼎盛，是 “乌铜走

银”技艺得以发源的重要时期。国家的繁荣

致使货币系统的需求大量增高，以精铜为主

的铸币原料得以不断开采，由此一来的铜工

业使得石屏这个小小的县城具有了浓厚的铜

矿加工及铜工艺品打造的氛围，让这精湛的

手工技艺制品得以诞生，成就了石屏岳氏的

传世美名。伴随着铜供给及铜工艺的不断完

善，它的技艺繁荣时刻也随之到来。生产规

模扩大，需求量增多，岳家后人搬到昆明文

庙街开设工厂，进行生产，“乌铜走银”的生

产中心从此由石屏转移到了昆明，在正义坊

附近开店经营。此时的正义坊是老昆明城市

的中心，街道两旁商铺林立，一片繁华的景

象。美国 学 者 施 坚 雅 ( G． William Skinner )
将自发形成的场集看做中国社会的一种集结

方式，这种市场承担着物的交换与文化的交

流功能，同 时 也 起 到 边 缘 到 核 心 的 整 合 作

用。［16］( P10) 正义坊的 “乌铜走银”店铺所制作

的工艺作品深受欢迎，在云南的工艺品生产

中影响一时。
真正让“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遭受考

验的是自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国力逐渐衰

落，铸币所需铜的数量已大大减少，铜的开

采量急剧下降，作为铸币主要原料的滇铜，

在供应中出现了数量和质量问题，即供应不

足、成色低潮，云南整体的铜工业逐渐衰落，

往日大兴土木运送精铜的景象已不再重现，

要找到称心的原料制作像样的 “乌铜走银”
器具变得十分艰难，因此 “乌铜走银”器具

的制作成本变得十分高，加上民生凋敝，往

日青睐赏玩的消费群体也已不复存在，民间

的“乌铜走银”生产作坊纷纷倒闭。20 世纪

40 年代，此时正值二战期间，日本人飞机轰

炸昆明，云南省内掌握该门技艺的后辈成人

几乎全遇难，几经辗转才陆续发现在石屏县

异龙镇冒合岳家湾村、坝心镇，保山市隆阳

区青龙街和昆明市官渡区及晋宁县晋城镇有

少量依旧掌握 “乌铜走银”技艺核心的人，

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以现任传人金永才为代表

的老人们。“乌铜走银”配方和技术的继承与

保留，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乌铜走银”技艺则有了新的发展

契机。2010 年 8 月 19 日，云南省首个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习馆——— “乌铜走银传习馆”正

式开课收徒，该馆位于昆明市官渡古镇内，

由云南省文化厅命名的 “非遗”传承人金永

才挑选徒弟并传授 “乌铜走银”技艺。古话

说: “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中国古人

的话，到如今依然是真理。太平盛世才收藏

自己的爱好，其实也并非只有古董类，只要

是精致的制作，都非常的具有人气。此话并

非只适用于古玩投资爱好者，细想其中的深

层含义，它道出了 “国运”与 “物运”之间

最简单的关系，那便是 “国兴”则 “物兴”，

“国危”则 “物危”， “国亡”则 “物亡”。
只有在国家稳定，无衣食之忧时，人们才会

有闲情逸致对 “物”进行赏玩，也才会有工

匠花大力气对“物”进行精心雕琢。

五、结语: 传统手工技艺的 “时空”

文化生态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

象的产生都可以追溯到人与环境的关系，都

是人类活动适应环境的结果。对文化的研究

应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从 “乌铜走银”
的例子可以看出，这门技艺作为文化系统独

立出来之后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技艺“生与长”
的过程。“乌铜走银”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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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手工技艺的形成，在它的背后我们都可以

看到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
社会组织、经济需求和历史镜像。就 “乌铜

走银”来说，云南为中央王朝提供重要铸币

材料铜成为了此技艺形成的契机，而在生产

生活实践当中形成的 “秘密配方”和 “传男

不传女”的传承制度为此技艺在小农经济条件

下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组织方面的保障，

加上制品汇集的劳动力精髓和艺术审美特征，

使其拥有了固定甚至是推崇的消费群体。这些

都是该技艺保留下来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的生

态环境。它的发生或许是偶然，若是没有传说

中的岳姓工匠一怒之下将所有金属丢进熔炉

中，便没有了今天至关重要的“乌铜走银”配

方。在传承的关键环节中，要是真的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传下来，就没有了这门令人称道的手

工技艺存世。它的发生又或许多了几分必然，

云南充足的铜储量，发达的铜加工技艺，铜工

艺制品的精美绝伦，都是铜工艺品成为云南地

区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先兆。
从文化发生学的宏观角度来看，作为文

化现象的任何一种遗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都由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创造出来，并

进入实际存在状态。所以，遗产的创造者、
遗产所产生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地理学意义上

的地域 空 间，是 遗 产 内 在 价 值 的 最 核 心 因

素。［17］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乌铜走银”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

有其自身生与长的机制。如今，“乌铜走银”
已被纳入 “非遗”语境，我们需要尊重其原

有的文化生长逻辑，厘清其发生的生态关系。
毕竟，“任何可以称得上 ‘艺术’或 ‘艺术

品’的事物都有其发生形态上的依据，包括

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等。这些

因素是不可替代的，它们构成了艺术或艺术

品的内在‘魅力’。”［18］( P98) 对 “乌铜走银”文

化生态内涵的分析，有助于溯源传统手工技

艺的发源情况，这样的梳理，可以反观过去，

以示未来，为今后的传统手工业 “非遗”之

路提供一种视角，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

保护创造更为优良的外部及内部环境。

( 责任编辑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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